
 
DOI: 10.16538/j.cnki.fem.20230911.401

复杂环境如何驱动创新型创业？

——基于中国31个省份数据的组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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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型创业是实现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新型创业

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所处的创业环境，当前我国的创业环境又体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究竟是什么

样的环境会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发展是创业研究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制度复杂性理

论和知识溢出创业理论，利用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

统文化、人力资本所构成的复杂环境如何驱动创新型创业。研究发现：（1）存在驱动创新型创

业高活跃度的3条路径：①知识过滤与流量驱动；②知识过滤主导驱动；③知识过滤与存量驱

动。（2）市场环境在所有组态中同时出现，说明在不同的环境组态下，市场作为知识过滤的一

种重要的手段，与其他要素的耦合有利于知识转化为创新型创业。（3）通过组态比较发现了环

境要素之间存在替代性与互补性关系，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与非高活跃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

称性关系。本文结论有助于深化理解创新型创业现象背后的因果复杂性，并为提升创新型创业

活跃度提供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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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加

快。数字经济崛起加速企业科学技术升级，双创政策引导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企业应

该以此为契机，通过创新型创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新企业形成

的质量。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推动国家发展的是具有增长潜力的创新型创业，创新型创业受

到了广泛关注（González-Pernía等，2015）。一方面，尽管国内创业热潮、创新事业在快速、有序

地发展，但部分创业活动存在创新性较差、质量不高的问题（王佳等，2021）。另一方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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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报告，尽管中部省份创新型创业势头增长强劲，但南北区域创新型

创业活跃度的差距仍在逐年扩大。如何提升创业活跃度降低区域间的差异，是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

进一步看，与西方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中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有其特色性和复

杂性（吕峰等，2018）。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不同的环境在同一个区域内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互动关

系，包括替代和互补等，使得嵌入其中的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张琳琳，

2021）。考虑到我国科技管理制度环境尚不能满足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创新政策与市场环境

的协同联动还不够，鼓励创新的文化和环境有待优化（习近平，2021），创新型创业可能会受到

不同区域复杂环境的影响呈现地域上的差别。我国幅员辽阔，具有鲜明的地域制度、经济发展

水平和人力资本分布差异，制度、市场、文化和人力资本所构成的多元的复杂环境可能是推动

或者制约创新型创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制度、市场和文化这三个独特的环境因素与发达经

济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蔡莉和单标安，2013），了解制度、市场和文化差异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

系对于制定创业政策措施至关重要（Pinillos和Reyes，2011）。此外，创业机会的来源是多样性

的，除了制度市场等因素，人才是企业创造财富的核心要素，而人力资本伴随着知识、技术和信

息等无形资产的积累（黄冠华等，2021），在推动高质量创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中人才集

聚所汇聚的人力资本增强了知识溢出效应，激发了地区创新水平（古恒宇和沈体雁，2021），对
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最近的研究开始认识到，创业现象的驱动要素并不是孤立地

起作用，而是在创业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Razmdoost等，2020）。按照目前的文献，鲜有

同时基于制度、市场、文化、人力资本的研究，往往聚焦某一层面的环境，单独检验某一环境要

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Barasa等，2017；叶文平等，2018；Urbano等，2019；Martínez-Fierro等，

2020；赵彦飞等，2020），且大多数采用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极大地忽略了多种环境因素的相互

作用和特征。然而，不同环境要素是同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吕峰等，2018），需要利用整合方法

（holistic approach）来探究复杂环境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通过制度复杂性、知识

溢出创业理论，利用组态视角研究制度、市场、文化与人力资本之间复杂耦合关系对创新型创

业的影响。

基于传统方法下的创业理论研究无法较好地揭示创业现象的复杂性问题，越来越多的学

者提倡采用不对称的组态（configurations）视角，来检验驱动创业现象的复杂性，并且使用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QCA）来探索导致创业成功与失败的因素组合。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制度、市

场、文化和人力资本以及创新型创业的省级数据，借助组态视角、制度复杂性、知识溢出创业理

论实证探讨环境复杂性如何驱动创新型创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我们将在下文中尝试回答以下

研究问题：（1）某些环境要素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各省份实现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的必要

条件。（2）这些环境要素如何耦合以实现各省份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3）实现创新型创业高活

跃度与非高活跃度的组态有何差异。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一）创新型创业概念界定

关于创新型创业的概念界定，现有研究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创新型创业来源于新知识的

创造（谢智敏等，2022），学者们从创新的源头也就是知识视角来展开研究。创业是促进知识向

创新转化的关键因素。创新包含知识创造和利用两个阶段，谢智敏等（2022）认为创新型创业主

要以新知识的创造为导向，通过新“手段—目的”关系组合生产要素。Malerba（2010）定义了知

识密集的创新型创业具备的四个特点：新企业、创新、高知识强度、探索各个行业的机会。

Malerba和McKelvey（2020）认为创新型创业是使用和转化现有知识并产生新知识以便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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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进行创新的新型学习型组织。

另一方面，学者们则是从创新所提供的技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角度，来区分创新型创业与常

规型创业、模仿型创业的差别。模仿型创业偏重模仿性竞争和投资性机会驱动，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不足。买忆媛和周嵩安（2010）关注创业者使用新技术与新工艺的技术属性，认为创新型创

业通过识别具有创新性的商业机会，通过向市场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

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胡贝贝等（2020）则将创新型创业与常规型创业相比较，指

出创新型创业包括技术驱动型创业和创意驱动型创业。技术驱动型创业是以专业特长或技术

成果驱动，而创意驱动型创业以全新的运营理念或创新构想，探索开拓新市场的经营模式。

Stam（2015）也将创新型创业定义为创业者通过探索和评估新产品和服务并加以利用，以开发

尽可能多的市场价值的机会，并且比常规创业者更有可能实现公司的创新。而González-
Pernía等（2015）、Del Bosco等（2021）对创新型创业的定义涵盖了技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认为创

业者发起的创新可能包括引入新技术流程、新组织设计或新产品市场组合，创新型创业要求产

品或服务对所有或部分客户来说都是新的，并且在市场上是仅有有限的或者不存在竞争的。

综上，创新型创业强调了新企业、高技术创新、高市场化程度、高知识强度等特点（Li等，

2015；Malerba和McKelvey，2020；王佳等，2021），提炼出创新型创业的独特特征，为后面的概

念框架构建和定性比较分析提供了支持。根据对已有研究的总结，本文对创新型创业的新内涵

进行了界定：创新型创业是使用和转化现有知识以开发出具有高技术价值和高市场价值的新

企业，知识、技术以及市场是创新型创业的重点。

（二）复杂环境的构成要素与创新型创业关系的研究进展

复杂环境被认为是创业者难以在其中竞争的原因，因为无法确定所有可能影响创业者行

动的相关环境因素，也无法确定这些因素将如何互动。复杂环境中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环境中的要素数量的影响（Townsend等，2018），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复杂环境的构成要素

及相关的研究进展。蔡莉和单标安（2013）从制度、市场、文化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复杂环境的

独特性，张宽和黄凌云（2022）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制度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del
Olmo-García等（2023）发现了人均GDP、经济增长、银行信贷、道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等

环境因素与农村创业倾向有关。鉴于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统文化、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创业

的重要影响，本文将这些因素视为影响创新型创业的复杂环境要素。

制度被定义为“游戏规则”，由政治、社会和法律等基本规则构成（李雪灵等，2018），制度通

过提供适当的环境或设置障碍来鼓励或阻碍创业（Urbano等，2019），因而制度环境是指组织或

个人所嵌入的决策及行为受其约束的环境。在新兴经济体中，区域制度环境存在差异，每个区

域在制度的各方面可能都有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研究表明更完善的制度有利于个体或企业利

用资源进行创新（Barasa等，2017），进而影响区域创新创业活动（Zhou，2014）。
市场环境是企业在与外部发生交易或者竞争等市场行为时所处的环境（苏敬勤等，2020）。

对于创业企业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吸引外部资源（Cai等，2016），普遍面临资源匮

乏的问题。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结构、产品要素市场以及中介服务型组织的市场化水平存在着

差别（Martínez等，2020），而这些市场因素对于创业外部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便利或者设置了阻

碍。因此，研究市场环境对于区域创新型创业的研究对于不同区域市场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

文化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区域内部群体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和独特的基本假设、价值

观和行为模式（Song等，2019）。大多数研究都针对国家和企业层面（葛宝山等，2016；Tian等，

2018），仅有少数学者关注文化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Qian，2018），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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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已经逐渐意识到文化对区域创新创业影响的重要性。Del Monte等（2022）研究发现基于科

学知识和创造力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区域长期创业和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赵向阳等（2012）研究

总结出传统主义文化的特点为较高的小团体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导向和权力距离，能够显著影

响区域创业活动，同时该研究指出中国具有鲜明的传统主义文化特点，基于此，本文将用小团

体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导向和权力距离三个维度来代表传统文化。

人力资本与普通意义上的劳动力不一样，是在对普通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后所成为的具

有较高水平技能、技术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朱承亮等，2011）。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生成的基本

投入，是区域创新的重要驱动力（Filippopoulos和Fotopoulos，2022；张宽和黄凌云，2022；
Lubacha，2023）。另一方面，丰富的人力资本增加了知识的可用性，促进了知识商业化的创业过

程（Bonaccorsi等，2023；Mahn和Poblete，2023）。但是人力资本对创新型创业影响的研究相对匮

乏。因此，分析人力资本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对丰富现有创业研究以及相关人才政策的制定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组态视角下知识溢出创业理论、制度复杂性理论与创新型创业

先前的研究大多数关注某一环境要素与创业结果的线性关系或者权变关系，较少考虑多

种复杂环境的耦合效果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Linder等，2020），这些研究结果虽然有助于条件

变量的选择，却难以对复杂关系做出合理解释。组态理论所提倡因果关系复杂性要求理论要考

虑多方面的相互依赖性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重点在于了解如何或为什么将多个条件组成

不同的组态来解释现象。基于此，根据组态理论化过程（Furnari等，2021）：界定范围—连接—命

名，本文首先界定了形成组态的条件因素的范围，其次探讨了条件因素间为何以及如何相互连

接，最后根据主题为发现的组态进行命名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1.知识溢出创业理论、复杂环境要素与创新型创业的关系

创业活动主要是本地化知识溢出的产物，知识溢出创业理论主张：知识丰富的环境应产生

更多的创业，反映出更多的创业机会。相比之下，知识贫乏的环境应产生较少的创业，反映出较

少的创业机会（Audretsch和Keilbach，2007）。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是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的两个

理论基础（Shu等，2014）。
（1）知识过滤与创新型创业

传统的内生增长理论假定所有的知识都会自动溢出，然而知识转换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不

对称和高交易成本特征，使得不同经济主体难以评估新想法的预期价值，阻碍了知识从知识源

头的自动溢出，知识溢出创业理论提出知识过滤的概念，认为在知识过滤的作用下，区域或企

业拥有的知识储备并不能完全溢出，仅有一部分能够穿透知识过滤的知识转化为具备经济价

值的知识。知识过滤是阻碍企业知识完全转化为经济知识的障碍，知识过滤越大，新知识与商

业化知识之间的差距就越明显。现有研究将惯例、战略导向、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等视为

知识过滤（李华晶，2010；Shu等，2014；辜孟蕾等，2019）。基于此，本文将以制度、市场和文化为

代表的制度逻辑视为区域层面知识过滤，探究多元制度逻辑如何与知识溢出共同影响创新型

创业。

制度环境所提供的知识保护可以减轻知识溢出过程中的知识盗用（Shu等，2014），对产权

的保护和有效的合同执行，有助于促进创业行为（Lu和Tao，2010），可以筛选出高质量的创业，

而法规执行不力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阻碍创新（Barasa等，2017）。例如，Kuhn和
Teodorescu（2021）发现快速的专利注册流程可以消除融资和知识商业化的重大障碍，有利于

激励创新创业。Chowdhury等（2019）研究发现当税率过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创业数量

均会降为零，对创业不友好的制度环境可能会成为知识转化为创业的障碍（Acs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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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能为创业者提供创新机会，完善的市场环境对于创

新活动大有裨益（赵彦飞等, 2020）。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了创业所需的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知

识资源等，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能够比其他创业者更为高效地将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需求

的知识，有利于创新型企业的建立（Caiazza等，2020）。健全的市场环境关注于创新知识所产生

的经济效用（李华晶，2010），为创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透明的信息、丰富的创业机会

（Solomon等，2021），减少了知识商业化的障碍。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持续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意愿（钟山等，2015），
可能减轻或增强知识过滤的效应。一方面，以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为代表的区域文化可能

扼杀区域内的个体创新激情（Song等，2019），限制了资源的使用和知识的共享，降低创新创业

知识的成果转化，从而影响区域内的创新（Dubina和Ramos，2016）。另一方面，创新知识商业化

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中国鲜明的集体主义文化一方面可能发展出有利于风险分

担的社会结构（Autio等，2013），减轻对创新知识的过滤。在以高人际关系导向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中，人们会将与他人分享知识视为对关系的投资（钟山等，2015），这有利于降低对创新知识

的过滤，对创新创业绩效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综上，传统文化可能通过增强（或减弱）对创新

知识的过滤来影响创新型创业（Qian，2018）。
（2）知识溢出与创新型创业

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穷尽性导致了知识溢出的外部性。非排他性和非穷尽性指当某人使

用某种知识既不能排除他人使用同一知识，也不可以消除该知识的价值。通过知识溢出，知识

创造者以外的个人和组织可以利用知识。拥有丰富创业人才的初创企业导致知识存量的溢出，

更有可能促进激进创新，从而导致新兴产业或替代现有产品，这意味着现有的知识存量会产生

溢出效应（Acs等，2013）。劳动力流动性，即人力资本从知识创造公司向创业公司的转移，可以

使前者创造的知识在没有完全补偿的情况下由后者商业化，劳动力流动也是知识溢出的重要

来源（Shu等，2014）。在知识存量方面，现有研究已经确定了人力资本存量在提高知识溢出的

作用（Zapata-Huamani等，2022；Mahn和Poblete，2023），本文关注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在知识

流动方面，人才流动是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Audretsch和Lehmann，2005），本文关注人力资本

流入的作用。

人力资本存量反映了区域的知识存量。基于知识溢出理论，区域知识存量对于企业在市场

上开发创新产品或服务至关重要（Rypestøl和Aarstad，2018）。人力资本首先作用于创新和知识

外溢，被证明与省域创新活动是高度相关的（钱晓烨等，2010）。人力资本塑造了创业生态系统

的知识基础，提升了区域创业的吸收能力（Qian，2018），对于基于知识溢出的创业至关重要。人

力资本集聚的知识吸收水平还会提升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毛其淋，2019），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

水平（Bosetti等，2015），从而有利于催生新创企业。由于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所以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对教育的投资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会将

知识传播到生活和工作场所，创业者可以基于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和学习，通过“干中学”和知识

溢出提高技能（陈强远和梁琦，2014），创新型创业水平受到当地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

人力资本在进行跨省域的流动时，加快了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可以为当地提供异

质性知识促进新知识创造（赵勇和白永秀，2009），进而促进了创新型创业。因而人力资本流入

提高了创新机会，尤其是高质量人才的流入。一方面，人力资本流入所导致的知识流入可能引

入了新技术，促进了新产品及新服务的重新组合；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流入的个人异质性信息

对现有供求关系框架内的资源配置进行优化，提供了创新机会（叶文平等，2018），对创新型创

业具有一定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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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态视角下多元制度逻辑、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型创业的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

（1）不同知识过滤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舒成利和辜孟蕾，2019）。制
度逻辑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但又相互矛盾的多种制度逻辑构成的，知识过滤作用势必会受

到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统文化等多元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进而展现出制度复杂的情形。制

度复杂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制度逻辑的数量和逻辑之间的不兼容程度（Greenwood等，2011）。
制度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运行的逻辑的数量，制度逻辑数量越多，组织面临的复杂性

就越大。制度逻辑的不兼容程度强调面临多种逻辑既可能相互竞争也可能相互兼容，它们不可

避免地给面临这些规定的组织带来挑战和紧张关系，加剧了制度复杂性。Greenwood等（2011）
指出现有的大多数研究仅考虑两种逻辑，对制度复杂程度型的低估可能会导致结论无法推广，

考虑制度的多样性和制度组态特殊性有利于理清制度复杂性（李晓丹和刘洋，2015）。对处于转

型期中国而言，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制度逻辑（杜运周等，2020）。本研究考虑制度环境、市场环

境以及传统文化在多元制度逻辑中呈现的数量以及兼容性，可能存在的有单一、多元（出现两

种及以上制度逻辑），竞争和兼容（影响方向相同为竞争，相同则为兼容）关系，本文将其分为无

影响、单一制度逻辑、多元兼容型制度逻辑、多元竞争型制度逻辑4类。

（2）代表知识过滤的多元制度逻辑与代表知识溢出的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

作用关系，简单的线性相关可能不足以阐明两者的复杂作用的对创新型创业影响。一方面，知

识过滤和知识溢出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的存量反映了当地的知识储备，区域知识储

备因为受到知识过滤的筛选作用，仅有一部分知识会通过知识溢出方式实现从创新知识到创

新型创业的转化，另一部分则是未被利用的知识（李华晶，2010）。部分未被利用的知识可能会

被其他区域的政策、市场需求、文化环境所吸引，以人力资本流动的方式在其他地区受到知识

过滤和知识溢出的联合作用，转化为创新型创业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

对创新型创业可能既存在互补作用也存在替代作用。在互补作用方面，Qian和Acs（2013）认为

增加区域人力资本并不足以提升创业者利用新知识的市场价值，创业者所处的区域环境至关

重要。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制度过滤，可以驱动高质量新知识溢出转化为创业机会，并推

动创新型创业的发展（毕先萍等，2013）。Guerrero和Urbano（2014）发现了大学研究知识与社会

主观规范、大学政策共同促进了学术创业的知识溢出。张宽和黄凌云（2022）的研究发现，良好

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促进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替代作用方面，研究发现公

司文化越有利于创业者利用新机会，新增加区域知识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创业的影响越

小（Qian，2018）。针对创业者流动性的研究发现，国家或区域的非竞争协议等制度会降低员工

跨区域流动（Younge等，2015），这致使知识流动的溢出效应与制度环境的过滤效应对创业产

生了替代作用。Mahn和Poblete（2023）发现在更官僚的制度环境下，具备高知识人力资本区域

内个人创业动机会更少。

（3）先前的知识溢出研究只能推断出知识过滤或知识溢出某一种机制和创业行为的联系，

缺乏对两者组态关系的探讨。现有研究对知识过滤、知识溢出的非对称关系缺乏细分，在不考

虑曲线效应的情况下，单个环境条件对绩效的影响有三种情况，正向影响（+），负向影响（−）以
及没有影响（0）。组态理论不仅关注于对称性的组合（++，−−和00），也关注非对称性关系（例

如+−，+0等），因为各个层面都包含不同的维度，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囊括六个因素的所有组合，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只考虑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之间的组合，最终将两个层面的组合分为5类，

详见图1。首先，当知识过滤层面的制度逻辑和知识溢出层面的人力资本同时有利于（或不利

于）因变量时，命名为互补型（正向互补++，负向互补−−），当制度逻辑与人力资本对因变量的

影响相反时，命名为替代型（+−，−+）。其次，当制度逻辑对因变量有影响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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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无影响时，则为知识过滤主导型（正向主导+0，负向主导−0）， 与之相同的我们还命名了知

识溢出主导型（正向主导0+，负向主导0−）。最后，因为多元竞争型制度逻辑下，无法确认制度

逻辑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方向，无法界定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还是替代关

系，统称为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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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溢出创业理论下复杂环境驱动创新型创业的可能组态关系

 

本文采用组态视角，探索多元制度逻辑（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统文化）和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流入）间的互补、替代或主导关系影响创新型创业活动的复杂机制，

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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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析模型：复杂环境对创新型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

  

三、  研究方法

（一）定性比较分析

QCA方法扎根于集合论，以整体论的视角，把案例视为条件变量的不同组合，致力于分析

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条件共同对于结果的组态效应，开展案例层面的比较分析。QCA认为不

同案例的前因条件通过组成多种组态建立多个等效性模型，即利用不同的前因组合实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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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Fiss，2007）。QCA特别适合探索哪些前因条件组成的组态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也

有助于学者识别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导致结果变量发生的必要条件。Douglas等（2020）指出创

业研究正处于新时代的曙光中，它有可能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包括重新验证旧数据库），通过

QCA找出有关创业现象驱动因素的新组合，从而使其对于创业现象的诠释更加细化。定性比

较分析通常具有三种分析类别，分别是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

（mvQCA）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本文采用fsQCA对数值型变量进行分析。

（二）变量测量与校准

1.结果变量

创新型创业活跃度。考虑到学者们对创新型创业的定义强调了新企业、高技术创新、高市

场化程度、高知识强度等特点（Li等，2015；Malerba和McKelvey，2020；王佳等，2021），综合现有

创新型创业的现有定义及测度，本文认为创新型创业活跃度由技术维度、市场维度和知识维度

进行测量。技术维度反映了区域创新型创业的技术实力，主要参考欧湛颖（2013）的度量方法，

采用高科技企业数、高科技企业雇佣人员数，以及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性收入来表征创新型创业

的技术维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市场维度反映了区域创新型创业受到客户、资

本市场的认可程度，参考周小虎（2018）的度量，用新三板企业数测量市场维度，数据来源于《中

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知识维度反映了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知识创造程度，现有研究认为专利

注册数量能够很好地衡量区域知识创造的很多属性（Buesa等，2010），本文采用人均发明专利

申请量测度创新型创业的知识维度（Li等，2015），指标来源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2.前因条件

（1）制度环境。本文使用市场化指数来测量制度环境发展水平（任颋等，2015；马新啸等，

2022）。该指数反映了制度的完善程度，主要由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

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发展水平五个指标构成。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

（2021）编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
（2）市场环境。本文参考李志军（2019）对市场环境的研究，市场环境用人均GDP水平、固定

资产投资额、外国企业投资总额来衡量。

（3）传统文化。参考赵向阳等（2012）的研究将团体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导向、权力距离三个

维度视为传统文化，相应的各省分数来源于赵向阳等（2015）。基于传统文化属性是稳定的，因

为传统文化有着跨代传播的特征（Dheer，2017），采用各省2015年的传统文化指数代替2018年
的对应指数。

∑
Yi×Qi

（4）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才素质的高低往往由教育层次的质量来衡量，参考朱承亮等

（2011）的研究，采用平均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数量的乘积来表示，即人力资本存量=  。其

中Yi平均教育年限，Qi为所对应的总人数，基于年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将平均年限划分为五个

程度，文盲半文盲平均教育年限为0年，小学平均教育年限6年、初中（包括中职）平均教育年限

9年、高中（包括高职）平均教育年限12年、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平均教育年限16年。数据来源于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5）人力资本流入。从区域人才流动的视角看，一个地区的人才可以流入也可以流出，而从

知识溢出的角度来看，只有人才流入才能对当地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侯爱军等，2015），教育是

人力资本最主要的投资方式（于潇和王琪汇，2021），人力资本流入由跨省流动人口大专学历及

以上人数占比衡量，数据由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而得。

考虑到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更新到2018年，除传统文化外，前因条件和结果变

量选取2018年的数据， 此外，本文的所有变量得分均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而得，并对所有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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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都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各变量的具体维度及数据来源见表1。
 
 

表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指标描述与校准

变量 测量指标 来源
模糊集校准

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

制度环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王小鲁等（2021） 0.483 0.660 0.737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

市场环境
人均GDP水平

中国统计年鉴 0.094 0.222 0.338固定资产投资额
外国企业投资总额

传统文化
小团体集体主义

赵向阳等（2015） 0.380 0.603 0.681权力距离
人际关系导向

人力资本存量
∑
平均受教育年限i×劳动力数量i

中国人口与就业
统计年鉴 0.420 0.500 0.571

人力资本流入
跨省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占比）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调查数据 0.182 0.290 0.399

创新型创业
活跃度

高科技企业数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0.039 0.103 0.230
高科技企业雇佣人数

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性收入
新三板企业数 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人均发明专利申请量 国家统计局
 

对于交叉点的选择，校准要求研究人员根据理论、经验、情境和数据特征判断，但在大多数

研究中，因为缺乏理论和实践知识来进行校准锚点的选择，往往需要借助案例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将上下四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锚点，中位数作为交叉点（杜运周等，2020），
利用fsQCA软件中的calibrate函数完成校准计算。各变量校准锚点详见表1。 

四、  分析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因果指某一前因缺失时结果不会发生。必要性检测的目的是检验某一单一前因

条件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对样本的必要性检测为后续开展充分条件因果分析提供了

必要支持，当一致性大于等于0.9时，认为该条件集合是结果集合的必要条件。根据表2对创新

型创业高和非高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除市场环境外，各个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临

界值0.9。市场环境可能是解释高创新型创业的必要条件，因而本文在后续研究中将高市场视

为核心条件。

（二）组态分析

本文使用fsQCA3.0软件建立真值表，分别计算驱动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和非高活跃度的

组态，这些不同的组态表示实现同一结果的不同制度逻辑和人力资本组态。同时根据制度复杂

性理论、知识溢出创业理论以及组态理论化过程，对本文发现的组态进行命名。

1.产生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的组态

根据杜运周等（2020）的做法，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的阈值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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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案例频数设置为1。QCA 分析可得到

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三种解，现有研究

多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并且将在简约解

和中间解同时存在的条件视为核心条件，

将仅出现在中间解的条件视为边缘条件。

核心条件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边缘条件

是起辅助贡献的条件。结果如表3所示，创

新型创业高活跃度的组态有3条（S1、S2、
S3）。

（1）知识过滤与流动互补驱动。组态

S1指出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高制度环

境、高人力资本流入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

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组态S1中，制度、市场构成多元兼容型制度逻辑，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

都发挥了作用，呈互补型组态。处于这类组态的典型省份包括上海、北京、山东、四川和江苏。在

制度环境方面，上海在政策规章公开透明、政府官员廉洁守法、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方面得分

较高，但是因为对企业一视同仁，企业获得的地方保护较低。在市场环境方面，上海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以人力资源、金融资源为代表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以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为代表

的市场中介组织较为发达。以山东、江苏为代表的省份城市也呈现出较高的制度环境得分和市

场得分，但与直辖市不同的是，首先，这些省份的“对企业一视同仁”得分不高，与之相反的是地

方保护得分很高，这说明非直辖市的省级单位对地方性企业十分重视，更愿意为其营造良好制

度环境，而这也有利于在当地注册的企业进行创新型创业。其次，这些省份非国有经济发展繁

荣，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改善行业资本的配置效率（蒲艳萍和成肖，2015），促进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本支持（郑录军和王馨，2018）。最后，该类组态大多数省份

人才流入占比都比较高，在制度和市场逻辑的过滤下，知识流动所带来知识溢出导致创新型创

业的活跃度较高。

（2）知识过滤主导驱动。组态S2指出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非高传统文化、非高人力资

本存量为边缘条件可以产生较高的创新型创业活跃度。其中，制度、市场、文化构成多元竞争型

 

表 2    QCA方法单一前因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前因条件
结果变量

创新型创业
高活跃度

创新型创业
非高活跃度

制度环境 0.891 0.268
~制度环境 0.254 0.873
市场环境 0.930 0.227
~市场环境 0.244 0.882
传统文化 0.622 0.518
~传统文化 0.506 0.606

人力资本存量 0.695 0.466
~人力资本存量 0.435 0.660
人力资本流入 0.662 0.401
~人力资本流入 0.414 0.673

 

表 3    在 fsQCA 中驱动创新型创业高与非高活跃度的组态

变量
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 创新型创业非高活跃度

S1 S2 S3 N1 N2 N3 N4
制度环境 ● ●    ●

市场环境 ● ● ●    
传统文化  ● ● 

人力资本存量  ●  ●
人力资本流入 ●   ●

一致性 0.99 0.99 0.96 0.97 0.97 0.95 0.93
原始覆盖度 0.59 0.26 0.27 0.61 0.56 0.42 0.10
唯一覆盖度 0.37 0.03 0.14 0.12 0.06 0.03 0.03
总一致性 0.98 0.96
总覆盖度 0.81 0.83

● ●  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 表示核心条件缺乏，“ ” 表示边缘条件缺
乏，空白则是条件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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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逻辑，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呈混合型组态，例如制度、市场和人力资本存量对创新型创业

起到了替代性作用，而文化和人力资本存量却起到了负向互补作用，这体现了环境要素间作用

机制的复杂性。湖北、安徽同属于此类组态。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属于此类组态。湖北省在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①，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从政策环境、市场准入、要素保障等

方面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支持力度，为创新型创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湖北省具备

良好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得分较高。尽管湖北省传

统文化得分较低，这表明文化并无好坏之分，在特定的环境组态下较低的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

也有助于创新或创业的发展。Kaasa和Vadi（2010）也发现权力距离与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

系；个体主义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尽管湖北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都不

高，但是在制度、市场环境、低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文化所起到知识过滤作用下，仍能够筛选出

较多高质量的创新型创业。

（3）知识过滤与存量互补驱动。组态S3表明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高传统文化、高人力

资本存量和非高人力资本流入起到边缘作用。其中市场和文化构成多元兼容型制度逻辑，多元

制度逻辑与人力资本存量呈正向互补关系，多元制度逻辑与人力资本流入呈替代关系，知识过

滤与知识溢出呈混合型组态，浙江省和陕西省隶属于该组态。浙江省的人均GDP位列全国前

列，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出台了大量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其中包括许多金融优惠措

施，促进了当地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发展。浙江省也具有较高的传统文化得分，研究表明沿海

地区对权力等级的接受度较大（马昆姝和李雁晨，2014），这会促使创业者努力通过创新和创业

行为获取财富以提升阶层。良好的市场、文化环境有助于高人力资本存量发挥知识溢出效应，

有利于创新型创业发展。

2.产生创新型创业非高活跃度的组态

本文同时检验了产生创新型创业非高活跃度的复杂环境，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有

5个。组态N1显示，在缺乏高制度环境、高市场环境和高人力资本流入时，该地区无法达成高创

新型创业活跃度。组态 N2 显示，在缺乏高制度环境、高市场环境和高人力资本存量时，该地区

无法达成高创新型创业活跃度。组态N3显示，在缺乏高制度环境、高市场环境中，即便具备鲜

明的传统文化，区域创新型创业活跃度也不会高。最后，组态N4表明 ，在缺乏高市场环境、缺乏

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即便有高制度环境、高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区域创新型创业活跃度也不

会高。

（三）组态结果探讨

通过对组态间异同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识别出各环境条件的复杂关系，以及驱动创新型

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复杂性。首先，高驱动路径的所有组态都包含高市场环境，非高驱动路径所

有组态都包含非高市场环境。这表明市场环境对于低质量知识过滤作用愈发凸显，对于鼓励创

新型创业所需的高质量知识穿透知识过滤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与之相反，当市场环境无法为

创业者提供创新机会和资源，在与其他环境条件的作用下，可能导致创新型创业的非高活

跃度。

其次，可以发现组态内和组态间的环境条件替代性。例如S2中，在缺乏高传统文化、高人

力资本存量多个环境要素的条件下，高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仍能驱动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又

如对组态S1和组态S2的比较表明，对于拥有高制度环境、高市场环境的省份，高人力资本流入

可以和非高传统文化、非高人力资本存量相互替代。

 ①湖北日报. 湖北省人民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EB/OL]. (2018-02-05)[2023-06-10]. http://www.hubei.gov.cn/xxgk/zfxxgkml/ghjh/
zfgzbg/201803/t20180307_1259821.shtml.

 

3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6卷第5期）

http://www.hubei.gov.cn/xxgk/zfxxgkml/ghjh/zfgzbg/201803/t20180307_1259821.shtml
http://www.hubei.gov.cn/xxgk/zfxxgkml/ghjh/zfgzbg/201803/t20180307_1259821.shtml
http://www.hubei.gov.cn/xxgk/zfxxgkml/ghjh/zfgzbg/201803/t20180307_1259821.shtml
http://www.hubei.gov.cn/xxgk/zfxxgkml/ghjh/zfgzbg/201803/t20180307_1259821.shtml


再次，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类型的组态对创新型创业的影响，包括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

（流入和存量）互补驱动型、知识过滤主导型，却未能发现知识溢出主导型。而且在非高组态

N4尽管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兼备，但是缺乏市场和文化环境支持，该区域的创新型创业活跃

度也不高，这证实了Shu等（2014）的观点，在较差环境所导致的知识过滤作用下，区域人力资

本拥有的知识储备并不能完全溢出，仅有一部分能够穿透知识过滤的知识转化为具备经济价

值的知识，导致该区域的创新型创业活跃度不高。所以相较于人力资本集聚，制度、文化和市场

环境的建设更为重要。

最后，进行驱动创新型创业高与非高活跃度的组态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组态S1与组

态N1的对称性关系，但同时也发现组态S2-S3和组态N2-N4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观察组态

S2和N4可以发现，在传统文化、高人力资本存量较为匮乏的情况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

境仍有机会引导部分学术机构或企业研发所创造的新知识转化为发明创造。但是当某一区域

缺乏必要的市场和文化环境支持时，即使当地有较高的制度以及人力资本（存量和流入）环境

时，大部分创新知识也会被过滤掉，难以为创新型创业提供支撑。总体而言，对称关系与非对称

关系并存，揭示了创新型创业现象的因果复杂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排除敏感性和随机性的影响。首先根据样本数

适当提高案例频数，将案例频数提高为2时，产生的组态减少了，但原结果与组态1基本一致。其

次，将PRI一致性从0.65调整为0.70，结果并没有变化。最后，考虑到组态的滞后影响，采用

2019年的创新型创业指标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发现与原结果基本一致，可以认为结果具

有稳健性①。 

五、  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结论

创新型创业的核心在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创新产品或服务，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复杂的

多元制度逻辑与人力资本水平发挥着重要的知识过滤和知识溢出作用，环境复杂性如何驱动

创新型创业活跃度是创业研究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份数据为样本，基于组态理论化过程，界定复杂环境的构成要素，包括

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统文化和人力资本存量和流入。基于制度复杂性理论和知识溢出创业

理论，总结了复杂环境通过知识过滤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驱动创新型创业的可能组态关系与

分析模型，本研究获得以下结论：（1）本文通过必要条件分析发现市场环境是创新型创业高活

跃度的必要条件，但所有的单一环境要素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需要探寻多个要素间复杂的组

态作用来驱动创新型创业。（2）组态分析发现了3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创新型创业高活跃度的驱

动路径，包括：①知识过滤与流动互补驱动（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高制度环境、高人力资本

流入为边缘条件）；②知识过滤主导驱动（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非高传统文化、非高人力资

本存量为边缘条件）；③知识过滤与存量互补驱动（高市场环境为核心条件，高传统文化、高人

力资本存量和非高人力资本流入为边缘条件）。（3）研究发现所有的高创新型创业组态都包含

市场环境，但是结果未能发现市场环境单独驱动创新型创业的组态，这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国的

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逐渐让位于市场交易规则（陈怡安，2019）。另一方面说明了地方政府在

同时提升市场环境的前提下，还要关注与制度环境、传统文化、人力资本水平的匹配情况。

（4）通过组态间比较，发现了组态内和组态间的环境条件替代性，例如，在一定条件下，高人力

 ①由于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给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
 

复杂环境如何驱动创新型创业？
31



资本流入可以和非高传统文化、非高人力资本存量相互替代。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组态

S1和组态N1的对称关系，组态S2-S3和组态N2-N4的非对称关系。

（二）讨论

1. 理论启示

（1）本研究通过制度复杂性理论和知识溢出创业理论整合，总结了复杂环境与创新型创业

活跃度关系的理论框架，揭示了企业如何通过环境组合促进创新型创业的机制。以往研究局限

于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传统文化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单一环境要素（赵向阳等，2012；Chowdhury
等，2019；Solomon等，2021；Mahn和Poblete，2023），但这些国内外研究无法明确多元制度逻辑

和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因此，本文系统地提出了复杂环境驱动创新型创业的整

合性分析框架，提出了与既有研究不同的环境要素分类法（李志军，2019）。分析框架包含了以

多元制度逻辑为代表的知识过滤条件和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知识溢出条件的有机组合，衍生

出了影响创新型创业的5个二级条件，构建了从制度逻辑复杂性和知识溢出角度出发进行定性

比较分析的组态化分析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驱动创新型创业的宏观环境要素，从而拓宽了

创新型创业的理论研究。

（2）本研究运用知识溢出创业理论来解释复杂环境与创新型创业的关系，揭示了复杂环境

的替代与互补关系，深化了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的研究。本研究探究传统文化的知识过滤作用，

并探究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的多制度逻辑组合，对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知识过滤要

素进行了细化。同时考虑到人才流动是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Audretsch和Lehmann，2005），本
研究关注了人力资本存量和流入的作用，有助于拓展知识溢出创业理论知识溢出要素。此外，

本研究通过对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两个层面的组态分析，运用 QCA 方法发现了影响创新型

创业活动的组态内部各要素之间替代性与互补性，为多环境要素耦合、替代与互补研究提供了

新思路。这充分体现了 QCA 在解释复杂环境各要素之间关系时的优势，突破了对于标准的统

计分析方法解释复杂环境与创新型创业复杂影响路径的局限（Fiss等，2011）。
（3）本研究基于集合理论的定性比较方法，揭示了创新驱动创业现象的非对称因果关系，

对于解释复杂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近年来，创业研究开始提倡运用组态理论化来解

释创业现象的因果复杂性（杜运周等，2020）。本研究用QCA方法发现各省不同的环境要素组

合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促进创新型创业的高活跃度，表明了驱动创新型创业的复杂性。

此外，通过驱动创新型创业高与非高活跃度的组态比较，研究发现大多数组态呈现出非对称性

关系，这不符合因果对称性，即无法根据驱动高活跃度的原因推断出非高活跃度的原因。本研

究揭示了组态理论视角下环境要素所组成知识过滤与知识溢出机制对创新型创业活跃度的影

响存在因果的复杂性与非对称性。

2.实践意义

（1）决策者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鼓励高质量的创新型创业而非高数量的模仿型创业或常规

创业，知识过滤层面和知识溢出层面的多重条件并发协同效应表明了驱动创新型创业的环境

复杂性。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需要系统地优化复杂环境。不同省份的高素质人才分布不均，这

意味着部分区域知识溢出效应不足，地方应优化高层次人力资本的落户、就业等优惠政策，扩

大人力资本存量。此外，加快实施人才引进政策，鼓励跨区域人才流入，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外部

环境，降低知识过滤的负面影响，促进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此外，根据人力资

本存量、流量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创业制度和政策激励机制，营造创新驱动功

能的市场环境，培育企业创新所需的科技创新驱动的文化，以消除知识过滤负面影响，通过多

重条件的耦合促进区域知识溢出，激发创业主体的创新性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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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阶段仍然需要因地制宜地优化复杂环境，支持有一定差序格局的多元创新型创业驱

动路径，平衡不同地区的复杂路径。与组态观一致，研究发现不同省份的创新型创业路径存在

多元方案。考虑到区域内以及区域间不同环境的复杂依赖和互补关系，不同省份由于发展阶

段、资源禀赋等要素不同，各地方应该有区别地探索复杂环境建设，避免“最优化”误区，而是应

该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等效路径。尤其是研究发现文化并无好坏，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建设

应紧紧扎根于当地的历史文化特征，有针对性地实现区域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

人力资本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构建良好的知识过滤、知识溢出系统。

（3）影响创业活动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高创新型创业结果来指导落

后地区，这意味了彻底改善所有不利于的环境要素并不能保证创新型创业的提升，而是要通过

对驱动创新型创业高与非高活跃度的组态比较，为落后地区改良创业培育环境提供良好的实

践指导。同时激活创新型创业的关键在于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知识溢出水平，但仅仅增加区域

人力资本也很难改善落后地区的发展，而是需要重视创新型创业的环境亟需制度环境、文化环

境、市场环境和人力资源水平的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培育创新型创业视为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打破“闭门造车”的禁锢，增强与领先地区交流互动，充分考察领先地区的成功经

验，通过与当地环境的比对，有选择性地改善当地的环境要素，避免“一刀切”的政策。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1）本文采用的是截面数据，虽然纵向数据可以揭示驱动创新型创

业的动态性和因果性，但QCA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技术相比于回归技术还不够完善。

而且一个地区的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文化变量纵向数据匮乏该研究难以进行跨时点

QCA研究。（2）受限于省份数据的样本数量，本文提出的条件数量有限，未来可尝试搜集各城

市数据，通过增加案例数量揭示更具复杂性的环境组态。（3）受限于区域创新型创业失败的文

献研究较为稀缺，并未深入探讨驱动创新型创业非高活跃度的组态，今后可进一步探讨。（4）尽
管QCA方法结合定性与定量方法，为深入的个案内分析提供可能，但对于回答“为什么”“怎么

样”等研究问题仍存在局限性，未来可以尝试QCA与更细致的案例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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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Driv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 Configuration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Xiao Bin1,2,  Ma Hongjia1

（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On the
one hand, despite the rapi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om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v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low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despite the strong growth momentum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 central provinces, the gap i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is still widening year by year.
Therefore,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needs an urgent answer.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as the
sample and summarizes the possible configuration relationship and analysis model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driven by the knowledge filter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from a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The study shows that: First, there are three paths that
drive high-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nowledge filtering and flow; knowledge filtering;
knowledge filtering and stock. Second, the market environment appears in all configurations, indicating
that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knowledge filtering, the
market’s coupling with other elements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into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ird, through configuration comparison, it discovers the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non-high-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at: First, it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constructs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foundation f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Second, it uses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standar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in explaining
the impact paths of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ird, it reveals the
causal complexity and asymmetry of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filtering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mechanisms composed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conclusions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al complexity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complex environment;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knowledge spillover;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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